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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需要注意，日本、俄国和中国三个亚太大国的政局当年都以动荡著称，发生着很多革命 

性的转变，往往不能据常理判断。按梁启超对历史“革命性”的描述，即“革命前、革命中、革命后之 

史迹，皆最难律以常轨。结果与预定的计画相反者，往往而有”。① 他说的是中国，其实俄国和日本 

那时也处于类似的“革命”时代，许多历史面相洋溢着激情活力，带有显著的非常规性。尤其从济 

南事变到九--．／k之后的几年期，日本国内其实蕴涵着很多历史可能性，不宜以“倒放电影”的方式 ， 

仅从结果角度观察，以为都是往侵华一条路发展。 

而列强间权利的纵横捭阖，既与竞争中的意识形态相关，又常从各 自的国家利益出发。中国夹 

杂其中，很多事情都需要根据当时的思想、政治语境，对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这中间的分寸，也是 

需要好好拿捏的。 

抗 日战争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时期，夹杂着中外、国共等基本因素的合作与冲突。我们尤其需要 

关注那些明显带有内在紧张甚至应当是“不可能”的现象。例如，在举国民族情绪高涨之时，当政 

者何以还能提出并贯彻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何以在七七事变之前，有那么多应是国之精 

英的人 ，提出了以妥协换取时间的主张(有些主张甚至超过了后来汪精卫伪政权的让步)，等等。 

这些看起来明显与世风、时风相冲突的观念、取向，不宜仅是予以定性的“评价”，而需要给予更认 

真的考察。 

我总的希望，是以后的抗战史研究会把原本繁复的历史表现得更加多元，更加丰满。上面这些 

外行的看法，不知是否可以作为抗日战争研究的参考。姑抛砖以引玉，并期待读者的教诲。 

[作者罗志田，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历史的叙述方式 

茅海建 

(责任编辑：高士华) 

我的朋友高士华主编几番来信，让我参加《抗日战争研究》的笔谈。他也知道我个人离这个题目 

很远，没有做过专门的研究，但他的坚持让我感到这件事情似乎是不可推辞的。对他来说真是“勉为 

其难”，对我来说，只能是外行来做“瞎议论”。读者一不小心碰到了，姑且当作“随便一说”来看待。 

虽说是外行，但我对《抗日战争研究》还是比较关注的。这里面有两个原因，首先是我的朋友高士 

华在主持(我在后面另外有话)，其次是这个政治性很强的题目现在做成了学术性很强的杂志。 

以我个人的经验而言，比较晚近的事情应该在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和国际关系论等领域中进 

行研究，他们有着比较大的倾向性；历史学会比较麻烦，因为它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中立原则，避免过 

度的倾向性。“抗战史”这个题目，有狭义和广义。从狭义来说，指 1931年至 1945年中国人民对日 

本侵略的抵抗；从广义来说，可以向前延伸到 1894年开始的中日甲午战争，可以向宽延伸到明治以 

来 日本政府的大陆政策，以及同一时期中国政府的外交战略，可以再扩大到 日本各界在华有“特殊 

目的”的经济活动和社会文化活动，以及中国各界的反应⋯⋯无论是狭义还是广义，从明治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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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七十三》，中华书局 1989年版，第117页。 



抗 日战争研究如何推进 

日本对中国做过许多很不好的事情(当然也有好的)，使中国在国土、财政、经济、社会等许多领域 

受到了巨大的损失，使中国的道路发生了改变，使许多中国家庭遭到了不幸。这些都是让中国人民 

的民族情绪 自然扩张的原因。 

然而，历史学所追求的，不是义理上的正确，而是事实和真相。揭露和批判是重要的，但这种揭 

露与批判所依据的事实，是由历史学家来建构的。历史学家要明确自己的责任，不增不减，不丑化 

不美化，不从臆测的前提出发，从史料基础出发，从史实重建出发，建造出一块块结实有分量的石 

块。这是我们的学术责任，也是历史的叙述方式。至于这些石块如何垒成坚不可摧的长城，那是政 

治学家、国际关系学者、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文化学者的事情，历史学家似不必过多地将精力花在 

此处。长久以来，我们所看到的那些义愤填膺的高论之下，似乎缺乏扎实的根基。数字是笼统的， 

事实是模糊的，比较少的历史学家愿意做这些最为基础的事情。《抗 H战争研究》似乎开始关注了 

这些，也正在推动这些，这是让我感到欣慰的。虽说学术与政治不可分离，但做最大努力，提高杂志 

的学术水平，似乎也是学术杂志所需要的。 

学术发展到今天，所有的研究都不能是单方面的。我们要注重本国的研究，也要注重各国的研 

究，尤其是政治对手与学术对手的研究。也就是说，历史学家最关心的是史料，除了中文史料外 ，特 

别要注重日文、英文和其他语种的史料。研究这一领域的学者，要 自觉地意识到外国语言的重要 

性，加强这方面的训练。 

从历史的叙述方式而言，中文史料需得与 H文及多种语言的史料的验证，方可被认定结论扎 

实；从学术争论的角度出发，能够批判对方的观点，非为善之善者，能够揭开对方的史料漏洞，方为 

善之善也。故善说者，能用多种史料；善战者，能去对方史料之基。研究这一领域的学者，要自觉加 

强自己的史学训练，尤其是史料阅读能力训练。 

只会用一国史料，不能成为研究意义上的巨作；虽有史料，没有史料阅读能力，甚至读错史料， 

只能成为研究意义上的劣作。《抗 日战争研究》有责任帮助年轻的学者意识到他们的缺陷，促进和 

帮助提高他们的学术修养与学术功力。 

还需要说明的是，日本对于中国和亚洲各国所犯下的罪恶，是国家罪恶。从法理上说，从道义 

上说 ，都是不存在追诉期的。历史学家对 H本国家罪恶的研究，是有着充分的学术正当性的。但 

是，战争过去了七十年，现在的大多数 日本人并没有犯下战争罪行。历史的叙述方式不强调那些煽 

情的因素，而用更多结实可靠的研究成果，让今人(中国人和 日本人)读后能自然地发生那种史鉴 

的体会。而到了这个意义上的历史学，才能功效达到最大。 

以上所说的历史的叙述方式，都是史学家一般的史学精神。道理应是大家都懂的，真是说说也 

可，不说也可的。 

最后，我还要说明，我之所以写这篇文章 ，是对我的朋友高士华主编的祝贺与希望。 

当今各大学与学术机构的评价体系，主要看发表，尤其要看在何一等级的刊物和出版机构的发 

表。这是无可奈何的，其中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在这一评价体系下，许多学者，尤其青年学者，将 

发表当作最终的目的，生产出大量题 目上有新意、研究上没有价值的论文与著作。而应对这一恶流 

进行制约的，是学术刊物、学术出版社的编辑。他们有着正士风的功用。从学术史上来看，编辑的 

作用十分重要。然而，学界良莠不齐，编辑界也良莠不齐。一些坏编辑利用手中的发表权，从中谋 

利；也有一些刊物与出版社，在出版补助的名义下，接生甚至催生了大批学术怪胎。以致到了今天， 

学者们所看到的学术论文和学术著作，好的少，差的多，一肚子的怨言。也算是我命好，直到现在还 

没有遇到过坏编辑，尽管也经常收到“代写、包发、通过”“核心期刊”的E信，但我听到的坏编辑的 

事例，经常让我感到喘不过气来。也因为如此，我见到学界的朋友去当编辑，一定会关注，一定会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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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现在的学界真是需要好编辑! 

由此而祝贺《抗日战争研究》这几年所取得的长足进步，由此而希望高士华主编与《抗日战争 

研究》的同仁们，都能当个好编辑，多发好稿子，多发年轻人的好稿子，以个人的微薄的力气来抵制 

巨大的社会恶流。如果更多的编辑和编辑部皆是如此，那么学界的风清 日丽是有可能出现的。 

后面的这两段话，也请各位读者，尤其是各位作者与编者，姑且不要当作“随便一谈”来看待。 

[作者茅海建，澳门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 

(责任编辑：高士华) 

抗 日战争研究亟待提高门槛夯实基础 

桑 兵 

近十余年来，不时参加各种名目的高层或高峰论坛。开始不大习惯，记得有一次即席发言，说 

是能否办一次基础论坛。在场的主客诸君都有些愕然，以为戏言。其实这虽然是句玩笑话，却是当 

真来说的。 

好的学问多是金字塔式的，底部坚实，才能深固不摇。所以治学之道，要将热点冷作 ，将冷门做 

热。君不见数十年来各式各样的显学，大都陆续退隐，而一旦失去光环，似乎也就没有了吸引力。 

这与其说是相关领域学术价值的用尽或流失，毋宁说是没有了炒作的空间，赶场、投机以及凑热闹 

而来者便束之高阁，甚至弃如敝屣。而学术的挑战性，恰在铅华洗尽之后的素颜。这也就是治学首 

要讲究基础和门槛的重要性。那种以为有的研究领域可以不学而能，妄想轻易涉足或跨越，实在是 

自欺欺人或天大的误会。高来高去的夸夸其谈，看似玄奥，其实不过底盘不稳的飘忽。 

抗日战争研究 ，顾名思义，主要是以中国为中心视角的学问。因为其他与此相关的国家，大都 

不能说是以弱敌强的抗，或是不到抗的程度。创刊人是历史的亲历者，深知这场战争对于中国和中 

国人的深远影响。而要想研究好抗 日战争，又不能仅仅站在中国的立场、以中国的视野来进行。大 

致原因如下： 

其一，一场战争绝不会是单方面的事情，战争的对手是研究任何战争的历史必须考察的对象。 

单方面单向度书写的战争史 ，作为特殊时期的教育是可以的，作为学术研究则显然很不足够。 

其二，即使在中国一方，抗 日战争也是国共合作的全面抗战，当时不免合中有分，现在仍然看法 

不一。所以，即便是中方的视野立场，也不那么单一。各 自背后的牵涉势必影响到内部的分合。 

其三，由于大片国土的沦陷，以及敌后战场的开辟，中国城乡的各阶层民众大都在战争过程中 

切身感受到个人与国家的生死攸关，国家存亡与个人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而每个人的经历，也成 

为抗战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其四，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密切相关，牵涉与英、美、苏乃至德、意的错综复杂关系。 

其五，中国和日本之间的这场战争，除了抗日战争研究的视角，还有其他的不同视角，如中日战 

争研究。在国际学术领域，这样的分别因人而异，战时的对抗、对立、分歧，以不同的形式仍然延续。 

在这样的场合，不要说与人争胜，即使平等对话，也应该有所凭借。 

凡此种种，都表明抗日战争研究绝非轻而易举之事，不可闭门造车，更不能自娱 自乐。如果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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